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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析不同维度政策工具支撑下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效率差异，以为政府布局财政政策工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理论支持。基于政策工具理论视角，对2012－2022年间我国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颁布的财政政策条款展开文本内容分析，统计汇总不同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数。在此基础上，构建财政政策工具投入-成果转化产出指标体系，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评价我国30个省份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进一步分析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财政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工具布局结构失衡，呈现供给型工具偏重、环境型工具适中、需求型工具不足的布局倾向；不同类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供给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平均效率最高，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平均效率最低；省域间环境型与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效率差异显著，发达省份更适用于间接性、引导式的政策工具。最后，从优化财政政策工具布局、重视财政政策工具组合效应、基于省情合理选择财政政策工具，改善需求端财政政策工具使用策略4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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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Fiscal Support o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 Efficiency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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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e the efficiency differences in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upported by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licy tool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fiscal policy tools to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olicy tools, this paper conducts text content analysis on the fiscal policy provisions promulga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rom 2012 to 2022, and summarizes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different policy tools. On this basis, constructing a fiscal policy tool input-result transformation output index system, and using DEA model to evalua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30 provinces of China. Furthermore, the impact of supply-oriented, environmental-oriented, and demand-oriented fiscal policies on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commercialization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reveals an unbalanced layout structure of fiscal policy tools, with a tendency to emphasize supply-oriented tools, moderate environmental tools, and insufficient demand-oriented tools; Obvious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efficiency of using different types of fiscal policy tools,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use of supply-based fiscal policy tools is the highest, while the average efficiency of use of demand-based fiscal policy tools is the lowe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ficiency of use of environmental and demand-based fiscal policy tools among provinces, of which developed provinces and regions are more suitable for indirect and guided policy tools. Finally,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fiscal policy tool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effect of fiscal policy tools, rationally selecting fiscal policy tools based on provincial conditions, and improving the use strategy of demand-side fiscal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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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突破3万亿元大关，其中为探索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与新产品、新材料开发的应用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占比高达93%[1]【2018年出版的文献如何能够体现“2022年统计数据”？】。创新自身具有的公共产品属性，以及创新转化活动存在的高风险性为政府支持提供了现实与理论依据。财政政策作为政府介入创新的主要方式，具有弥补科研资金缺口、引导资源要素配置等作用。赵路等[2]曾回顾10年来科技创新领域财政支持政策的基本情况，将财政科技投入总结为财政拨款、财政贴息、成果奖励、基金杠杆、政府采购等，本质上可理解为是政府从直接或间接不同角度对企业、科研机构、技术人才等创新主体实施的鼓励性政策。然而，政府如何布局财政政策工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不同维度政策工具支撑下科技成果转化存在怎样的效率差异等问题仍有待明晰。对此开展研究有利于促进财政政策工具与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衔接，优化财政政策工具结构，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在“十四五”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之际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文献述评
在科技创新研究领域中，杨骞等[3]、樊华等[4]、Ren等[5]学者将科技创新过程视为一个整体环节展开效率评估及影响因素研究。但实际上，创新是一项科研成果从创新思想开始到产品商业化并最终产生经济价值的链状结构，即如刘满凤[6]、Hasnen等[7]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的创新价值链概念。科技成果转化作为创新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既是研发前端的成果也是产业成熟化的关键起点，具有承上启下的连接作用。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内涵，国外更多使用“技术转移”“技术扩散”等学术术语，认为技术转移包含外部技术获取和外部技术商业化两个维度[8]。《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总则中将科技成果转化界定为“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请以文献形式补标著录观点来源！】，侧重于市场价值的实现。综上，本文将科技成果转化界定为科研成果通过一系列设计研发程序成功投入市场，并最终创造经济价值、实现商业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随时随地都在与市场交汇，各个环节都可能存在市场失灵。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协调者、监督者，对调节科技成果转化进程、引导新兴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的关键措施[9]，其影响效应一直备受学界关注。
就财政政策是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形成以下3种观点：一是认为财税政策能够创造市场需求，激励科技成果转化主体[10]，对科技成果转化具有积极作用。马江娜等[11]从创新价值链与政策工具二维视角对陕西省政府颁布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进行文本内容分析发现，实施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有益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Bronzini等[12]采用回归不连续性设计（RDD）评估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企业成果产出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政府资助对企业成果产出具有正向激励。二是认为政府行为会干扰企业决策，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Wan等[13]利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发现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成果转化效率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肖仁桥等[14]基于两阶段价值链理论分析我国不同产权性质工业企业的创新效率，其中政府支持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呈显著负相关。三是部分研究显示政府支持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没有显著影响，或因行业异质性、激励强度等因素呈非线性影响关系，分别可见于Hall等[15]、周宇等[16]、朱永明等[17]的研究。
有关学者围绕科技成果转化与财政政策展开深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动性增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进一步关注多维度的财政支持工具，而过往研究通常将财政支持手段局限于资金补贴与税收优惠；第二，更多关注影响效应分析，即使研究结论表示财政投入能够正向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但投产不对等依然会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鉴于此，本文构建供给-需求-环境三维财政政策分析框架，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分析各类财政政策工具投入的价值转化，以期为政府布局财政政策工具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供理论支持。

2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2.1政策样本选择
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从第34位上升到第11位[18]，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因此，本文以2012年作为政策文本搜索的起始时间节点，选取中央层面由人大、国务院和各直属机构发布的与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政策条款，以北大法宝网站、国务院政策文件库为主要检索源。基于广泛性、权威性等筛选原则，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关键词进行首轮查找，再以“技术转移”“成果商业化”“新兴产业”等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相关词汇进行二轮补充检索，最终选入133份政策文本（以下简称“样本”）。
2.2政策描述性分析
依据政策发文数量年度分布（如图1所示），中央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数量发展呈现先上升后平稳的整体态势。在2015年9月重新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后，2016、2017年发布的相关政策数量到达研究期峰值，科技成果转化规模也随之持续攀升。《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显示，2017年、2018年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分别同比增长66.0%、52.2%[19]。而自2018年起，政策发文数量渐趋平稳，反映了宏观层面上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建设已相对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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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样本政策数量年度分布
从政策核心主题来看，为清晰呈现政策样本的主要内容，采用NVivo的词频统计功能汇总高频词汇并绘制词语云图（见图2）。其中，词语云图中词语字号越大说明该词在样本中出现越频繁。可见，“创新”“发展”“科技”“服务”“产业”“成果”“人才”“基础能力”等词汇是样本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汇，说明政府颁布的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文本主要围绕上述主题展开，充分体现我国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进程中，中央政府对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产业发展、企业创新能力建设、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等方面的重点关注；同时，也侧面体现了本文归纳的政策样本集确实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为后续的政策工具编码分析、工具指标选择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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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样本政策中的高频词
为阐明样本政策发文主体关系网络，利用NetDraw软件绘制政策主体网络关系图（见图3）。经计算，整体网络密度为0.498，说明各发文主体间合作来往较密切，工信部、财务部、教育部、国资委、科技部位于网络中心，对整个关系网络的影响力相对较强。中心性体现了个体在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权力，或居于怎样的中心地位，主要通过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3种指标衡量。通过UCINET计算政策发文主体的中心度，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工信部、教育部、财政部等部门度数中心度较大，说明这些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广泛合作，在关系网络中拥有重要地位；财政部、国资委的中间中心度最高，说明两部门是重要的资源控制者，切实影响其他部门间的合作协同。

【图3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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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样本政策主体社会网络

表1 中心度居前6位的样本政策发文部门主体
	序号
	部门
	度数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中间中心度

	1
	工信部
	29
	16.588
	26.301

	2
	教育部
	29
	16.588
	26.301

	3
	财务部
	28
	16.509
	46.537

	4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28
	16.509
	20.072

	5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7
	16.432
	15.949

	6
	国资委
	27
	16.432
	42.231



2.3政策工具细分及编码
在政策工具的分类标准上，主要借鉴Rothwell等[20]提出的政策工具三分法，从供给、需求、环境3个层面清晰界定政府对创新活动的作用路径。该方法也是目前学界在科技创新政策研究领域中运用最广泛的分类方法，更具参考价值。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对创新活动起直接推动作用，为创新创业提供资金、人力、服务、信息等要素；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从市场对创新产品的需求入手，开拓产品市场，拉动创新需求；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是为创新活动提供支撑，通过为科技创新营造优良环境间接影响创新发展。基于本文主旨，综合参照李响等[21]、许楠等[22]、赵路等[2]、孙龙等[23]学者研究，将供给型财政政策工具分为资金支持、人才投入、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分为推广与消费端补贴、政府购买，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分为金融支持与税收优惠，具体框架结构及含义如表2所示。
根据政策工具细分框架，利用NVivo11软件对样本政策文本按照“政策序号-编码序号”的形式规则进行编码分析。由于研究重点关注财政政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此在编码过程中主要对所使用到的财政支持手段进行记录编码，并将其放入适合的分类中，若一项政策条款中涉及多项工具手段，则对其进行重复编码，最终整理得到547条政策分析单元。

表2 政策分析框架
	工具类型
	工具名称
	工具含义

	供给型
	资金支持
	直接性的资金拨款、各类引导支撑计划专项资金，间接性的财政补贴、成果奖励以及放宽资金预算权限、提高经费使用自主权等

	
	人才投入
	为引进、培养、激励创新型人才，鼓励人力资源流动，促进人才队伍建设等制定的保障性措施与制度规划

	
	基础设施建设
	研发机构、中试基地、成果转化平台、技术转移机构等创新载体建设以及研发仪器或设备的建设与共享等

	环境型
	金融支持
	风险补偿、科技保险、基金引导、融资担保等

	
	税收优惠
	税基优惠、税率优惠、税额优惠、纳税时间优惠、研发加计扣除等

	需求型
	推广与消费端补贴
	创新产品市场推广应用，对购买创新技术、创新产品的个人或企业提供补贴，实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

	
	政府购买
	政府优先采购科技创新产品和服务，并以发放科技创新券等方式鼓励企业购买科技资源与服务



2.4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分析
政策工具使用频数的统计汇总结果如图4、图5所示。中央在利用财政政策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供给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最高，其次是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而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频次较低。目前我国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乃至科技创新整体进程中，直接性的人才、资金、设备等创新要素供给是政府采取的主要策略，这种供给型措施能够发挥立竿见影的效果，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但过量盲目的要素供给反而可能落入资源陷阱，尤其对企业来说，一味靠政府投入很有可能弄巧成拙，形成创新惰性，降低自身的经营发展能力。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也是政府热衷并频繁利用的干预手段，虽然起效相对较缓，但作用持久，能为成果转化主体提供持续性激励，从畅通融资渠道、降低科研风险、减少创新成本等方面间接影响政产学研等成果转化主体的创新进程，刺激创新活力。科技成果是否转化落地的关键检验方式就是考察创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一般情况下供给侧与环境端政策工具主要作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前试研发和中试测验阶段，而需求型政策工具则主要发力于最终的经济价值转化阶段。但就统计结果而言，我国在刺激创新市场需求、拉动创新产品消费的政策规划还相对欠缺，原因可能在于市场经济主导下，创新产品的需求创造终归靠产品自身与市场的契合程度，以政府购买、消费补贴为主的需求刺激型策略往往只作用于前期市场开拓，并且受当地政府财政实力、地域居民消费习惯以及内外市场融通开放程度等多种因素影响，需求侧财政政策规划与操作难度相对更高。为实现技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还需综合多类工具措施，进一步探索政策试点，促进政策创新。

[image: 图4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

图4 不同类型政策工具使用频次


【图5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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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政策工具使用频次分布占比

3政策工具投入-成果转化产出的效率评价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脚步大幅迈进，然而区域转化效率差异显著，转化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从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3种政策工具层面选择对应的投入指标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最终产出指标构成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3.1效率测量方法
效率是对投入-产出的综合分析，是反映资源配置和运营能力的重要指标[24]。DEA方法由Charnes等[25]于1978年提出。由于DEA方法具有无需预先设定参数形式，也不需要考虑量纲和指标权重问题等操作优势，因而被广泛应用于多投入多产出的效率测度研究中[26]。DEA经典模型在运用过程中又分为CCR模型和BCC模型两种形式，其中假定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更贴合生产实际。其具体线性规划模型如下所示：
min{}
	        =	（1）
	              =
=1
    
式（1）中：N为决策单元个数；X、Y分别表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M、R分别代表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的个数；表示权重项；、分别代表投入冗余量和产出冗余量；代表各项要素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指数，取值范围为[0]，越接近1说明该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越高。
3.2指标选取
（1） 供给型政策工具投入指标。为突出体现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支持作用，选择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资金支持指标。参考郭淑芬等[27]研究，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机构数测度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此基础上纳入众创空间、孵化器载体的建设数量突出科技成果转化主题。此外，利用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人才投入的衡量指标，R&D人员全时当量为国际通用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2）环境型政策工具投入指标。采用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即实体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体现国内金融发展的整体规模。借鉴孙志红等[28]对科技创新信贷支撑的指标选择，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各地区按资金筹资来源划分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其他资金占比来反映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的融资支持。由于2009年以前将科技经费筹资来源分为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2009年以后来源划分变为政府资金、企业资金、国外资金和其他资金，通过对比年鉴数据，其他资金占比与金融机构贷款占比大致相同，同时由于金融机构贷款是科技创新主要筹资来源，因此选取其他资金占比作为衡量金融机构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指标具有一定代表性。孔淑红[29]以企业所得税与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值来衡量宏观税负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上缴税费与GDP的比值来衡量创新税负水平，并做正向化处理。
（3）需求型政策工具投入指标。政府优先采购创新产品与为推广创新产品所进行的消费补贴，归根结底是扩大创新需求，降低研发结果的不确定性，实现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在争夺政府订单、寻求政策支持的过程中也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因此，站在创新主体企业规模的角度，以各省份大中型高新技术企业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来体现市场开拓度与高技术产业成熟度侧面评价政府在拉动创新需求方面的政策投入。无论是政府直接采购或是消费端补贴数额都是财政支出的具体体现，因此根据中央和地方政府采购的目录清单、财政部制定的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以及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借鉴顾婧[30]的研究，选择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一般公共服务、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环境保护、交通运输、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6项来大致衡量政府采购规模与消费端补贴的资金投入。
（4）科技成果转化产出指标。过往研究多以专利授权量、新产品销售收入、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等代表科技创新绩效。其中，新产品销售收入是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通过新产品销售而得到的收入，是反映企业创新成果市场收益的重要指标，契合科技成果转化中技术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内涵，因此将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纳入产出指标体系；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是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类合同交易的总额，借鉴邓子基等[31]在研究中所构建的技术成果商业化率指标，即将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与全国R&D投入总量的比值纳入产出指标体系，体现有价值的技术成果才能实现市场交易并最终进入生产活动实现转化；同时为体现新产品的市场接受度和高技术产业的生存发展能力，将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指标纳入考量范围。
为呈现科技成果转化近况，选择可获得的就近3年数据，并同时考虑到创新效益实现的滞后效应，将投入指标的时间选择提前1年，最终产出数据时间跨度为2019－2021年，投入数据为2018－2020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年报以及EPS数据库。
本文构建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如表3所示。
表3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维度
	代表性指标
	文献依据

	政策工具投入指标
	供给型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王淑英等[32]

	
	
	孵化器、众创空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建设数
	郭淑芬等[27]

	
	
	R&D人员全时当量
	王淑英等[32]

	
	环境型
	社会融资规模指标
	潘雄锋等[33]

	
	
	其他资金占R&D经费内部支出来源的比重
	孙志红等[28]

	
	
	高新技术企业上缴税费与GDP的比值
	孔淑红[29]

	
	需求型
	大中型高技术产业企业规模占比
	董克勤等[34]

	
	
	地方财政支出项目加总
	顾婧[30]

	成果转化产出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朱永明等[17]

	
	
	技术成果商业化率（技术市场交易额/R&D投入总量)
	邓子基等[31]

	
	
	高技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潘娟等[35]


3.3测量结果分析
利用DEAP2.1软件进行2019－2021年我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下同）财政投入下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测算，最终得到3类政策工具投入下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率（TE）、纯技术效率（PTE）以及规模效率（SE），三者之间的关系为：
TE=PTE×SE                           （2）
3.3.1供给型财政政策测量结果
从表4可见，供给型财政政策下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率均值逐年提高，综合效率有效（TE=1）的地区数从7个上升到11个，说明我国财政科技资源的配置能力逐渐提升，部分省份在财政资金的运用、人才的培养配置、基础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实现了有效转化。纯技术效率均值在研究期间小幅下降，但依然保持在0.9以上，体现我国大部分省份的技术管理水平较高。规模效率均值呈现波动式上涨的趋势，各省份近几年生产规模优化是促进综合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但仍有部分省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或递增的阶段，应根据实际情况扩大投入规模或提升投产转化效率，改善投入冗余的现状。

表4 供给型财政政策下各省份成果转化效率年度变化
	效率类型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综合效率
	平均值
	0.864
	0.875
	0.878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7
	13
	11

	纯技术效率
	平均值
	0.943
	0.906
	0.918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19
	16
	18

	规模效率
	平均值
	0.914
	0.961
	0.953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7
	13
	12

	规模收益
	不变的地区数/个
	7
	13
	12

	
	递增的地区数/个
	9
	7
	8

	
	递减的地区数/个
	14
	10
	10


为进一步分析各个省市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水平，摸清效率短板，参考杜金岷等[36]以纯技术效率值和规模效率值对省份进行分类，以平均值为界限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见表5）：一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平均值的“双高型”，这类省份或是创新资源聚集、经济实力雄厚、产学研得到充分结合，或是有着合理的投入-产出结构，资源综合配置效率高，促使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得到有效释放；二是纯技术效率高于平均值而规模效率低于平均值的“高低型”，这类省份技术发展水平高、科技创新能力强，但由于科研资源要素尚未得到最佳配置或陷入资源陷阱，未能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三是纯技术效率低于平均值而规模效率高于平均值的“低高型”，这类省份虽有合理的生产投入规模，但由于技术水平发展相对落后，导致投入效能未得到充分发挥；四是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低于平均值的“双低型”，这类省份在资源投入与配置、创新能力发展上都还存在较大问题，政府需提高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视，促进区域效率平衡。
表5供给型财政政策下各省份成果转化效率值分布
	类别
	规模效率值高
	规模效率值低

	纯技术效率值高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上海、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

	纯技术效率值低
	山西
	内蒙古、黑龙江、福建、河南、贵州、云南、宁夏、新疆


3.3.2环境型财政政策测量结果
环境型财政政策支撑下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均值虽呈递增趋势，但依然维持在较低水平（见表6）。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数从4个上升到12个，说明越来越多的省份在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切实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但与综合效率均值偏低相矛盾的研究结果表明各省份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效率存在显著差异。2020年纯技术效率有效的地区数在2019年基础上翻一番，效率有效省份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规模效率均值逐年提升但整体数据不理想，超过一半的省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可根据当地创新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契合的支持政策，扩大融资规模，加大税收优惠力度。
表6 环境型财政政策支撑下各省份成果转化效率年度变化
	效率类型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综合效率
	平均值
	0.632
	0.688
	0.735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4
	8
	12

	纯技术效率
	平均值
	0.871
	0.913
	0.872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8
	16
	14

	规模效率
	平均值
	0.716
	0.744
	0.818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4
	8
	12

	规模收益
	不变的地区数/个
	4
	8
	12

	
	递增的地区数/个
	26
	21
	18

	
	递减的地区数/个
	0
	1
	0


根据环境型财政政策支撑下各省份成果转化效率，将各省份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如表7所示）：一是“双高型”，这类省份通常科技金融水平高度发达，拥有健全的科技投融资体系，同时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有效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二是“高低型”，这类省份虽然具有良好的科技资源管理水平和明确的科技产业发展方向，但实际生产规模未达到最优，政府对创新环境建设缺乏关注，政策投入不足；三是“低高型”，这类省份通常金融实力水平较高，政府也相当重视从环境侧发力，但由于资源配置无效率导致资源浪费；四是“双低型”，这类省份在政策投入规模、资本运作、科研水平上都还存在较大问题，政府需扩大社会融资规模，纾解高新技术企业从初创到成熟各阶段的融资困境，并充分发挥税收优惠等激励性政策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服务科技与经济共同发展。
表7 环境型财政政策支撑下各省份成果转化效率值分布
	类别
	规模效率值高
	规模效率值低

	纯技术效率值高
	北京、天津、辽宁、吉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广东、陕西、青海
	河北、内蒙古、江西、海南、宁夏

	纯技术效率值低
	黑龙江、河南、湖南、四川、甘肃
	山西、福建、广西、重庆、贵州、云南、新疆


3.3.3需求型财政政策测量结果
如表8所示，在需求型财政政策支持下，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均值虽有小幅度上涨，但均小于0.6，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数在2021年也仅达到了5个，说明各地政府对创新产品的优先采购以及对市场端的消费刺激未能达到预期。纯技术效率均值在研究期内呈现逐渐递增的积极态势，但纯技术效率有效的省份数量并不太理想。规模效率均值整体维持在0.60～0.65的低效率状态，测量结果与政策工具使用频率分析相契合，较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工具而言，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地方政府在创新产品需求端的政策投入不足，实际生产规模非优也是综合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表8 需求型财政政策下各省份成果转化效率变化
	效率类型
	项目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综合效率
	平均值
	0.533
	 0.583 
	0.592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4
	4
	5

	纯技术效率
	平均值
	0.87
	 0.891 
	0.904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6
	11
	10

	规模效率
	平均值
	0.601
	0.641
	 0.648

	
	效率有效地区数/个
	4
	4
	5

	规模收益
	不变的地区数/个
	4
	4
	5

	
	递增的地区数/个
	26
	25
	25

	
	递减的地区数/个
	0
	1
	0


类似地，需求型政策工具投入下的各省份效率分布结果如表9所示。一是“双高型”，这类省份往往经济水平发达并位于科技创新链条顶端，创新市场成熟且广阔，政府通常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从宏观视野引导高新技术产业化方向；二是“高低型”，这类省份主要问题在于政策投入不足，政府对公私市场需求的刺激力度不够，市场潜能未被充分挖掘；三是“低高型”，这类省份虽为拉动市场需求投入了充足的政策资源，但政策覆盖泛化导致资源配置结构的不合理，应综合考量实际情况，优化对不同类型高技术产业的扶持方式，提升投入效率；四是“双低型”，这类省份在利用需求型政策工具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支持效能，无论是在投入规模还是资源配置管理水平上都落后于其他省份，同时受地缘位置和历史因素影响导致内外市场需求难以开发，需要进一步创新政策支持方式。

表9 需求型财政政策下各省份成果转化效率值分布
	类别
	规模效率值高
	规模效率值低

	纯技术效率值高
	北京、天津、吉林、江苏、浙江、安徽、
山东、广东、陕西、甘肃
	黑龙江、江西、湖南、贵州、云南、青海、宁夏

	纯技术效率值低
	辽宁、上海、湖北、重庆、四川
	河北、山西、内蒙古、福建、河南、广西、海南、新疆


3.3.4综合讨论
2019－2021年各省份在不同政策类型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趋势如图6～图8所示。各省份3类财政政策工具投入效率变动趋势大致相同，大多省份供给型财政政策投入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值远远高于需求型与环境型工具，并且测量数据结果通常在0.8以上，说明政府对科技创新产业展开的直接性资金补贴、人才引育与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策略效果显著，通过提供相关资源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供给型政策工具在运用中的高效率结论也侧面说明了其在政策制定实施中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频率高于另外两种政策工具的原因。环境型政策工具投入下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较需求型政策工具略胜一筹，但效率差异过大，部分省份能够达到效率有效的状态，即构建了合理的投入-产出结构，但也有一些极端省份如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综合效率仅处于0.1～0.3，其原因可能在于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闭塞的市场环境导致社会资本难以自外向内流动，再加上这类省份的科技研发水平相对滞后，产业创新能力薄弱，即使政府出台大量的激励政策，或是积极承接沿海城市产业转移也只能发展价值链底端的产业，难以辐射带动科技与经济整体发展，导致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收效甚微。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的效率收益最低，可能原因在于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投入力度不足、策略不契合，导致创新产品链难以实现递进更迭，也难以促进创新产业持续发展；同时，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的低层次产业结构无法为创新产品提供充足市场，对外贸易中的关键竞争力较弱，整体消费需求低迷，资源投入无法实现价值转化。
此外，个别省份也出现需求型、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综合效率在研究期内高于供给型的情况，如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这类省份在技术研发能力、经济发展程度，内外市场开拓、企业实力规模等多方面都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高精尖产业集聚下促进人才、信息、资本、知识等资源高效流转，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真正占据主导地位。自下而上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逐渐取代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以市场需求信号倒逼政策投入，政府真正“退居二线”。比较直接性资源供给的初级需求满足，间接性的优惠政策激励、完善的市场制度建设、潜在的消费需求挖掘更加适应先进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李晓华等[37]也曾基于国家层面视角指出政府直接给予企业资助多发生在新兴经济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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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9年各省份各类政策工具下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分布
[image: 图7 2020年各省份各类政策工具下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分布]
图7 2020年各省份各类政策工具下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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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21年各省份各类政策工具下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分布
4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投入-成果转化产出指标体系，利用DEA模型测算出我国各省份财政政策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得出以下结论：
（1） 财政政策工具布局存在结构性失衡，其中供给型财政政策工具占比偏重，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占比适中，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明显欠缺。供给型政策工具通过向高科技新兴产业进行政策资源倾斜，以提供资金、技术设备等产业要素提高其市场生存与发展能力，推动科技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换，适用于现阶段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深化科技与金融的有机结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建设金融友好环境，围绕创新链部署资金链，能够对科技成果转化主体产生持续性激励。相对而言需求型工具应用不足，因受市场开放程度、地域消费习惯等多种复杂因素影响，需求型政策顶层规划与实际操作难度更大，需因地制宜探索政策试点。
（2） 供给型政策财政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效果最明显，环境型与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稍显薄弱。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调查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是36.7%、实施率是48%，相当一部分技术成果仍停留在研发层面未实现有效转化[38]。对于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仍处于第三梯队的部分省份[39]，围绕其人才知识资源不足、科研基础能力薄弱等问题，“缺什么补什么”的供给型策略能够显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但也不可忽视部分省份存在的规模效率递减、资源冗余现象；而环境型与需求型财政政策投入效率实现受限制性因素较多，对政策实施环境、资源投入精准性要求更高，且需求型财政政策实施还面临政策投入力度不足、策略措施单一等问题，导致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偏低。
（3） 环境型财政政策工具与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使用效率呈现更显著的省域差异，经济发达、科技领先的省份环境型或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投入效率高于供给型。各省份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均，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差异显著，市场环境与发展实际脱钩导致环境型与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投入效率在0.1～1.0之间大幅波动。经济实力雄厚、创新水平领先的省份会更适应于自下而上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间接性、引导式的政策策略较直接性资源介入更契合先进的经济发展阶段。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完善政策工具布局，优化政策措施使用。控制资金漫灌，逐步从事前资助转向成果奖励类事后补贴，增强对科研成果主要发明人的股权、现金激励。进一步探索能够有效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金融措施，加速形成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中介为支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有机结合的科技投融资体系，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降低初创期中小型企业的受益门槛。综合实际考量提高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结构比例，调整政府采购策略，创新消费端补贴措施，鼓励企业适当让利带动消费，打开前期市场，促进公众创新产品消费习惯养成。
（2）探索政策工具组合，提高政策使用效益。单一财政政策工具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是有限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提高取决于政策工具的搭配组合。例如将财政资金补助与基金引导、融资担保等措施相结合，发挥政府资本投入的示范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流动，纾解企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困境，分散科技成果转化风险；同时，将税收优惠与政府采购相结合，重点支持初创型高新企业，提高企业获益比例，稳定前期市场份额，推动初创型企业的可持续经营。
（3）基于省情因地制宜，合理选择财政政策工具。对于经济领先、科技资源丰富的省份，应注意资源冗余、规模效益递减现象，避免陷入资源陷阱，加强环境型与需求型政策工具规划，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激发企业成果转化积极性，打造开放融通的市场环境。对于经济实力落后、科研基础能力薄弱的省份，应扩大供给型政策工具投入，重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倾斜，加大创新人才引育力度，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优化产业结构。
（4）遵循供给侧向需求端的政策工具演进方向，探索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创新。伴随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跨越与关键创新能力提升，政策工具布局也将呈现从供给侧向需求端演进，实现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匹配。然而，目前我国需求型财政政策工具运用面临政策投入不到位，区域效率差异显著，难以构筑长期产业链条，极易造成财政紧张等问题。在此发展转型之际，政府应充分重视市场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导作用，给予企业更大的产业决策空间，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转化，基于企业信息反馈瞄准公众需求进一步改善需求端财政政策工具的投入领域、补贴对象、运用策略等，实现科技价值与经济效益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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